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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个性特征 

柴文华 周 璇 

胡适和冯友兰是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开创者，他们冲破了经学思维方式的限制，以西方哲学的 

构架为参照系统，运用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分别于20世纪 l0年代末和 

30年代初出版了 《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和上下册的 《中国哲学史》(以下简称 

《史》)，标志着中国哲学史研究现代化时代的到来。然而，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又有很多 

的不同，本文在吸收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文化立场、研究方法、论述结构、学说述评等方 

面系统阐释胡适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个性特征。 

一

、 文化立场的个性特征 

胡适和冯友兰分别是文化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场决定 厂他们对中 

国传统哲学的不同价值定位和评判。 

胡适力图突破 “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模式，用 “现代生活”的价值尺度重新审视和估价包括 

中国哲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他一方面打出文化批判主义的大旗，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知足的文化，造 

就了 “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使得当时的中国 “百事不如人”；另一方面宣传文化拿来 

主义的观点，认为西方文化是不知足的文化，造就了勤奋的民族，使得当时的西方百事比人强。因此 

中国的出路很明显，就是 “全盘西化”，走西方国家为我们提供的经典现代化的道路。当然，胡适并 

非彻底的民族文化虚无论者，在其学术思想 “文本”中包含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某些内容的肯定。正 

是从这样一种既主流明确又内含一定矛盾的文化立场出发，胡适对中国哲学史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学思想基本上是持批判态度的，对先秦墨学、名家这些能够与西方哲学和 

科学相映照的哲学派别则表示赞赏，因此他的 《大纲》的主体风格是否定多于肯定。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冯友兰的基本学术立场是以儒学为本，但决不排斥西学。冯友兰的哲学 

是中西哲学相互结合的楷模之一。冯友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许多精华，就哲学而言可以称之 

为 “哲学中不变的成分”，即那些反映人类精神共相、具有现实化和未来化因素的精粹。儒家 “天人 

合一”的境界和 “内圣外王”的理想是人们对于人生的最高理解，它是哲学中不变的成分，而这种 

最高理想在封建社会所表现的伦常纲领是变的成分，它应该根据时代的变迁而赋予新的意义。我们不 

能因为五伦中有些内容必须废除就将儒家的人生理想一并废除，也不能因为儒家有些人生理想是可取 

的就将其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在冯友兰的思想观念中，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成为未来文 

化的重要内容，因此，他援西学人儒，力图用西方文化来重新诠释和建构中国传统学术，实现中国传 

统文化的复兴和现代化，这也是冯友兰所说的 “IH邦新命”， 《史》就是其 “IH邦新命”的一种努 

力，其主体风格是肯定多于否定。当然，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自由主义也有契合之处，主要是对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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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民主的肯定等。也正是基于此点，冯友兰认同了胡适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式和框架，并进行 

了多方面的发展。 

二、研究方法的个性特征 

胡适和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上有诸多相同之处，如以西方哲学为尺度裁剪中国哲学史 

料，运用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等，但也存在着一些差别。本文从疑古与释古、 

汉学与宋学、评判与同情三个方面略作梳理。 

1．疑古与释古 

在古史包括思想史的研究方面，始终存在着三种态度或基本方法，即信古、疑古和释古。胡适偏 

向于疑古，冯友兰侧重于释古。 

清末至民国初年，胡适以赫胥黎的存疑主义和杜威的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上承清代的辨伪疑古 

方法，与顺颉刚等学者一起猛烈批判了长期流行的盲目信古思潮，提出了 “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 

信古而失之”的研究态度和基本方法。胡适在 《大纲》中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 

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 

值。” (胡适，第 ll页)基于此，胡适在编撰 《大纲》时，认为除了 《诗经》外，其他的如 《尚 

书》、《易经》等都不具备史料价值，并 “截断众流”，把先秦看作中国哲学史的开端。胡适的这种做 

法包含尊重事实、破除权威的理性精神，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冯友兰在 《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 

史之看法》一文中曾经说过：“胡先生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认为中国哲学史应该自 ‘先秦时 

期’开始 ⋯⋯确实是对于中国哲学的一种合理的看法”。(冯友兰，1984年，第334页)但疑古的 

方法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容易走向虚无主义。梁启超作过这样的批评：“讲古代史，若连 《尚书》、 

《左传》都一笔勾销，简直是把祖宗遗产荡去一大半，我以为总不是学者应采的态度。”(梁启超，第 

53页) 

冯友兰指出了信古与疑古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弊端，认为 “信古和疑古两者都是偏于极端方面的， 

信古的态度自然不免陷于盲目，而纯粹的疑古态度，仍不能离其 ‘惑疑主义’错误的势力圈外”(冯 

友兰，1984年，第334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释占的方法，认为古史及传说虽不可尽信，但也不 

可一杆打翻，任何说法都不会是 “空穴来风”，都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因此，对于古史或传说应进行 

重新修订和解释，取其普通说法，即具有历史根据的观点，而舍其特殊说法，即作者受时代影响所说 

的具有个人主观性的观点。通过对普通说法的研究，我们可以由此了解古代社会的部分真相，这也是 

释古与疑古不同的一个方面。在对待伪书的态度上，释古与疑古也有很大的不同。史料的审定不应仅 

根据其书的真伪，而且还应根据其书是否具有史料的价值：“即就哲学史说，伪书虽不能代表其所假 

冒之时代之思想，而乃是其产生之时代之思想，正其产生之时代之哲学史之史料也。” (同上，2000 

年，第2卷，第258页)可以说，冯友兰的释古是对信古和疑古的整合、升华，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 

样：“信古、疑古、释古的三种攻研史学的态度，正若历史进化般的有了 ‘起’、‘承’、‘合’的三 

种不同的嬗变一样。”(同上，1984年，第337页) 

2．汉学与宋学 

作为中国传统经学方法的汉学与宋学存在着重要差别：汉学注重经书字义
、 名物的训诂，“我注 

六经”，“述而不作”；宋学注重发挥经书的微言大义，“六经注我”，“以意逆志”。相对来讲
， 胡适 

的中国哲学史方法偏重于汉学，而冯友兰则偏重于宋学。 

作为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胡适禀有汉学的 “遗传性”，并受到西方科学实证方法的熏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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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 《大纲》对史料的搜集、考辨、校勘、贯通，就是对清代考据学方法和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的提 

炼及运用。在对中国哲学各派的评述中，《大纲》详于史料的考证、文字的训诂以及历史境况的介 

绍。胡适对汉学的缺点有明确的认识，提出在进行校勘和训诂之后，还要将得到的内容进行融会贯 

通，形成脉络清晰的系统。尽管如此，胡适却始终以一种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待哲学，过多地注重了文 

字的考证训诂和历史境况的介绍，没能深切地把握和体会史料字里行间所要表达的思想观念。从这点 

上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更像是思想史而非哲学史。 

冯友兰在对胡适汉学的研究方法提出批评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哲学史研究方法称为 “宋学”的 

方法。他说：“胡适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资料的真伪，文字的考证，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对于 

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则讲得不够透，不够细。⋯⋯而我的 《中国哲学史》在对于各家的哲学思想 

的了解和体会这一方面讲得比较多。这就是所谓 ‘汉学’与 ‘宋学’两种方法的不同。” (冯友兰， 

2000年，第1卷，第190页)可以说，作为哲学家的冯友兰所采用的主要是宋学方法，更重哲学义 

理的了解体会、概念命题的分析、学派观念的流变等。 

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胡适采用的 “汉学”方法，还是冯友兰采用的 “宋学”方法，都已经超 

出了 “汉学”和 “宋学”的本来意义，都是运用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从而 

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从传统的笼统形态推进到现代的分析形态。 · 

3．评判与同情 

冯友兰在论述中国现代哲学时，将中国学者对新旧文化的理解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按 

照旧文化来理解和评论新文化，第二个时期是用新文化批判旧文化，第三个时期是用新文化来理解和 

阐明旧文化。胡适的 《大纲》是第二个时期的主要代表，它主张对哲学史进行客观的评判，即 “用 

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种效果影响来批评各家学说 

的价值”(胡适，第23页)。但 《大纲》对先秦哲学的评判未必客观，如过于强调儒家和道家思想的 

社会负面效应等。因此， “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批判中国哲学的书，而不是一本中国哲学的历史 

书”。(冯友兰，1984年，第287页)冯友兰强调用新文化来理解和阐明旧文化，对中国传统哲学给 

予了 “同情的理解”，这一点正像陈寅恪所云：“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据 

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 

君此作庶几近之。”(见同上，2000年，第2卷，第612页)冯友兰站在 “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立 

场，以同情的了解看待东西文化的互补，如他所说：“我们期望不久之后，欧洲的哲学思想将由中国 

哲学的直觉和体会来予以补充，同时中国的哲学思想也有欧洲的逻辑和清晰的思维来予以阐明。” 

(冯友兰，1984年，第 289页) 

三、论述结构的个性特征 

《大纲》和 《史》的论述结构存在着重大的差异，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哲学起点和阶段划分的看 

法上。 

胡适和冯友兰都采用了现代的方法 “截断众流”，把先秦时期作为中国哲学的起点。但二者又有 

三点不同。第一，把论述起点确定为先秦时期的原因不同。胡适从考据学出发，认为先秦之前的史料 

除了 《诗经》外，别无可考，无法确定到底有无系统的哲学思想，只能把它作为一种背景材料
， 称 

为 “诗人时代”。冯友兰则认为先秦以前的文化制度已经初具规模，但 “虽有可观
， 然 自孔子以前， 

尚无有私人著述之事”(冯友兰，2000年，第2卷，第261页)，而只有私人著述才能表现出哲学家 

有系统的思想c第二，对先秦哲学产生原因的看法不同。胡适认为在秦朝建立之前的三个世纪
，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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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社会纷乱、贫富不均、民生痛苦，在这样的时势背景下，自然会生出反动思想的萌芽，这个革 

命的萌芽到了先秦时期开始蠢蠢欲动并逐渐成熟起来。胡适把种种反动的思想分为三种：极端的破坏 

派，以老子为代表；极端的厌世派，以 《论语》中曾经提过的 “晨门”、“荷蒉”、“丈人”等隐士为 

代表；积极的救世派，以孔子为代表。正是这些对旧有思想的反动，促使先秦 “百家争鸣”局面出 

现。冯友兰并不赞成胡适的这种解释，他认为 “此种形势在中国史中几乎无代无之，对于古代哲学 

之发生，虽不必无关系，要不能引以说明古代哲学之特殊情形” (冯友兰，2000年，第2卷，第292 

页)。先秦 “百家争鸣”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经济制度皆发生了根本的 

改变。第三，对老子出现年代的看法不同。胡适根据史料考据，认为老子在历史时间上先于孔子，是 

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人。冯友兰对此很不认同：“就是现在所有的以为 《老子》之书是晚出之诸证据， 

若只举其一，则皆不免有逻辑上所谓 ‘丐辞’之嫌，但合而观之，则 《老子》一书之文体，学说， 

及各方面之旁证，皆可以说 《老子》是晚出，此则必非偶然也。”(同上，1984年，第201页)主张 

孔子是 “中国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的，以教育为职业的 ‘教授老儒’；他开战国讲学游说之风；他创 

立，至少亦发扬光大，中国之非农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之阶级” (同上，2000年，第2卷，第294 

页)。中国哲学史应该自孔子起。胡适和冯友兰的孔老年代之争有着不同的切入点，在胡适的眼中这 

主要是个历史问题，而在冯友兰看来这却是个哲学问题。 

在中国哲学的阶段划分上，胡适持三时期论，冯友兰主张两时代论。《大纲》参照西方哲学的分 

期方式，将中国哲学史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为古代哲学，自老子至韩非子，又可称之为 “诸子哲学” 

时代。第二为中世哲学，自汉至北宋。自汉至晋是中世的第一个时期，哲学仍然围绕着占代诸子哲学 

展开。中世第二个时期是东晋至北宋，印度佛学输入中国，并大放异彩，成为主流哲学。第三为近世 

哲学，表现为三种主要的学术倾向：宋明时期印度佛学融人中国固有的思想体系中，产生了一种新的 

质料，也就是宋明理学；到了明代以后，在儒家内部出现了汉学与宋学之争，汉学得以复兴，胡适将 

其比喻为欧洲的文艺复兴，称作 “古学昌明时代”，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最后认为当今的中国思想界 

存在着两大源头，即汉学家整理好的古书以及西洋学说，因此胡适期待着能够中西融合与贯通，从而 

产生一种新的哲学。冯友兰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得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一个时代的差异的结论， 

认为在西方已经步入现代的同时，中国的近代却刚刚起步，因此，冯友兰认为中国只有上古和中古哲 

学 ，而无近占哲学，而近古哲学将会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冯友兰不是按照自然历史时期来 

划分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而是根据在不同时期哲学具有的 “精神面貌”将从先秦到清末的中国哲 

学史划分为两个阶段：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子学时代即是先秦时期的哲学，而自汉至清末则应统称 

为经学时代。冯友兰认为子学时代的哲学标新立异、生动活泼、崇尚自由，而经学时代思想统一
、 权 

威专制，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都必须依傍古代子学时代哲学家的学说发表自己的见解
， 即依傍经学 

之名表述自己的观点，从汉至清这个特征一直没有改变，因此称为经学时代。 

四、学说评述的个性特征 

由于 《大纲》只完成了上卷部分，因此这里重点比较胡适和冯友兰对先秦诸子学说的评述 

胡适和冯友兰在对先秦时期的主要哲学流派以及各个哲学流派的主要思想等问题的看法上有不少 

相同之处，但对各派思想的评说有很大的不同。 

在论述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时候，胡适与冯友兰都以孔子、孟子和苟子为主要代表人物
： 胡适认 

为孔子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 《易》和 《论语》两部著作中
。 《易》所表达的意思构成了正名 

主义的前提和依据。《论语》的精髓是一个 “推”字，在知识论上注重推论与思考
， 在人生哲学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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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推己及人。对于孟子哲学，胡适突出其注重个人主体性的特点，认为它具有尊民权的意味c胡适还 

将孑L子与孟子的政治哲学进行了形象的比较，认为孑L子是 “爸爸政策”，即要人正经规矩，要人有道 

德，孟子是 “妈妈政策”，即要人快活安乐，要人享受幸福。胡适把苟子的 “天论”与培根的 “戡天 

主义，’(。。 q t of nature)进行比较，认为二者在实质上是不同的；苟子虽然认为人能 “制天命而 

用之”，主张 “参天地”，但他要裁制的是已成之物，故反对当时的科学。苟子的性恶论推崇 “人为” 

过于 “天然”。苟子 “虚一而静”的认识论是心理学。苟子的名学完全是演绎法，它介于儒家与法家 

之间。冯友兰对先秦儒家哲学的理解一方面借鉴了胡适的许多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有其独创性，如 

冯友兰认为孑L子虽主张 “述而不作”，不过其 “述而不作”非真不作，而是以述为作，这种倾向及精 

神传于后世，构成儒家思想的整个系统。冯友兰是以一种联系、发展的眼光论述儒家哲学的发展的， 

侧重对孔、孟、苟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第一，三者在中国哲学史中的不同地位。冯友兰认为孑L 

子是士阶级的创立者，是第一个以六艺教人、使学术普遍化的人，因此，他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就 

好像苏格拉底之在西洋历史。孟子与苟子同为孑L子思想的继承者，但二者却走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孟 

子较注重于孑L子之德，苟子则较注重于孑L子之学；孟子属于软心的哲学家，其哲学有唯心论倾向，苟 

子属于硬心的哲学家，其哲学有唯物论的倾向。第二，对 “天”的不同理解。孑L子所言之天为主宰 

之天。孟子所言之天，时而为主宰之天，时而为运命之天，时而为义理之天。苟子所言之天，则为自 

然之天。第三，对礼与个人性情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孑L子注重社会规范对于个人的制裁，即 “礼之 

本”，但也注重个人性情的自由，恶虚伪，尚质直。孟子注重个人性情之自由，至于所谓礼者，若认 

为不合则应该改革。苟子较注重人之行为的外部规范，主张用礼以矫人之恶性。第四，对正名的不同 

理解。孑L子取 《春秋》等书之义而主张正名，其目的是 “使乱臣贼子惧”。孟子的政治思想具有民本 

倾向，不仅仅要 “使乱臣贼子惧”，更要 “使乱君亦惧矣”。孑L孟的正名主义仅从道德着想，而荀子 

的正名主义是为了拥护常识，驳斥辩者，因此是一种知识论和逻辑学。 

在对墨家学派和思想的研究中，胡适以发展的观点把墨学分为前期墨家和后期墨家。前期的墨家 

为 “宗教的墨学”，其全部思想都是以 “天志”为本的宗教思想；后期墨家为 “科学的墨学”，以知 

识论为主要内容。胡适运用西方近代逻辑学的概念和方法对后期墨家的知识论与逻辑学作了详细的阐 

述。胡适把名学理解为逻辑，认为先秦哲学中并不存在什么 “名家”，而只有名学。由此，胡适将公 

孙龙、惠施等这些传统称为 “名家”的辩者归为 “别墨”。冯友兰在论述墨学时基本上同意胡适对墨 

家两个时期的划分，但在许多观点上仍与胡适持不同的见解。第一，冯友兰接受当时史学家提出的 

“墨子非姓墨”的观点，认为墨乃古代刑罚之一，因此所谓的墨者是指那些生活刻苦如刑徒奴役之 

流。墨子思想的核心是兼爱之道，为了维持 “兼相爱，交相利”，墨子注重种种制裁：一是宗教的制 

裁，即天志、明鬼、非命的宗教观；一是政治的制裁，冯友兰认为墨子的政治思想近似于西方哲学家 

霍布斯的 “社会契约论”，主张国家统治者应具有绝对的权威，除此之外，不应再具有任何社会的制 

裁，不仅如此，宗教的制裁也应只是政治的制裁的附庸而已，这就是墨子 “上同而不下比”的思想。 

第二，冯友兰认为 “别墨”并不像胡适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后期墨家具有不同于前期墨家的科学精神 

而自称为 “别墨”。后期墨家虽有 “坚白同异之辨”、“筒偶不仵之辞”，但其主要目的在于阐明墨学， 

反对辩者。“别墨”的真正含义是由于后期墨家派别林立、“倍谲不同”而 “相谓别墨”，即互相指 

称为非墨学的正统。第三，冯友兰认为所谓 “名家”在战国时称为 “刑名之家”或 “辩者”
， 其学 

说专在名理上立根据，即 “专决于名”，因此不赞成胡适将辩者归为后期墨家，而认为后期墨家是辩 

者的反动，二者是两个独立的派别。冯友兰将辩者的学说分为两派：一派为 “合同异”
， 以惠施为代 

表；一派为 “离坚白”，以公孙龙为代表。这也是冯友兰自认为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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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用西方的哲学派别形象地说明了辩者与墨家的差异，认为公孙龙一派的共相学说好比西方哲学 

中的实在论，后期墨家的学说则近于唯名论。 

在对道家学派和思想的研究中，胡适认为老子所谓的 “天道”实际就像西洋哲学的自然法 (1aw 

of nature)，凡深信自然法绝对有效的人，往往容易走到极端的放任主义。胡适认为 “无”是相对于 

有的名词，所指的是无形体的虚空，老子用这种无形体的空洞来代表无为而无不为之 “道”是错误 

的。庄子在探求万物起源的问题上就比老子更进一步，他的天道观是一种生物进化论：万物都是从同 

一 物种自生自化的，并没有什么主宰。但当庄子进一步探求万物变化的原因时，却认为是不可知的， 

从而使他的生物进化论成为完全被动的。名实关系一直是 《大纲》关注的热点。胡适将老子作为中 

国哲学的开端，因此认为名实之争是老子最初提出来的，但老子探讨名实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复归 

“无名之朴”。庄子的名学虽然也有建设的方面，但他持破坏的怀疑主义，不相信辩论可以定是非， 

其学说最终的归宿是 “万物皆一”。胡适评价庄子的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冯友 

兰把先秦道家思想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杨朱学说，提倡 “轻物重生”、“拔一毛而利天下不 

为也”、“不以物累形”等观点。二是老子哲学，其 “物极必反”的思想已经接触到合理辩证法的核 

心。老子之学格外注意事物先后、雌雄、荣辱、虚实等区别，并主张求不毁不挫之术。老子所向往的 

“小国寡民”并不是原始的野蛮社会，而是含有野蛮的文明境界，虽有舟舆，却无所乘之。三是庄子 

学说，比杨朱、老子更进一层。杨朱 “避世全生”的哲学，不管如何巧于趋避，但其执著于利害， 

总不能完全 “免于累”，而庄子以变为出发点的齐生死的思想，超越了一切利害之争，“物物而不物 

于物”，故能达到绝对的逍遥，通过 “心斋”、“坐忘”等途径达到 “同于大通”之境界。冯友兰指 

出，庄子所说的无知的境界，并不是原始的无知，而是经过了知的阶段，通过正、反、合而达到的 

“若愚若昏”的纯粹精神境界。 

胡适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只有法治的学说，而无所谓的 “法家”。慎到属于老子、杨 

朱、庄子一系。尹文的人生哲学近于墨家，他的名学纯粹是儒家。孔子的正名论、老子的天道论、墨 

家的法的观念，都是中国法理学的基本内容，体现出无为主义、正名主义、平等主义、客观主义、责 

效主义等根本理念。胡适在论述法理学时，重点论述了韩非子的法学思想，认为他的法理学表现出与 

以往保守派不同的特点，主张法治观念应随历史的进化而进化，并把 “参验”看作评价一切言行是 

非的标准 冯友兰虽然没有对胡适关于有无法家的观点进行辩论，但他在论述先秦哲学时明确地将法 

家分为三派，一重势、一重术、一重法：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三人各执一端，故其思 

想的社会影响并不深远，而集法、术、势三派思想之大成的则是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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